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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探索
——以旅蒙华侨回国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50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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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长期旅居蒙古的华侨提出了回国的诉求，由此出现了中蒙两国

间侨民双重国籍的确定问题。论文依据中蒙俄解密档案及相关文献史料，梳理了建国初期中蒙围绕旅

蒙华侨回国事宜往来交涉的历史过程，阐释了旅蒙华侨提出回国诉求的原因和中蒙双方各自的考虑以

及最终的解决方案。中国政府针对此事所涉双重国籍问题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讨论，并确立了解决双重

国籍问题的若干原则。因此，此事的妥善解决是中国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先期探索，也为后续解

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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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Government’s Attempt to Resolve the Issue of “Dual Citizenship” :  

An Analysis of Repatri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from Mongolia in  

the Early PRC（1950-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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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marily based on an examination of archival material held in China, Mongolia and Russi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cess of repatriating overseas Chinese from Mongolia during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patriation involved complicated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Mongolian governments, which both gave serious considerations to essential needs of each other at 

that time. It also took place before Chinese government introduced any new legislation concerning dual 

citizenship. The experiences associated with this repatriation were of great value for Chinese government to 

systematically deal with the issue of dual nationality that later on arose amongst the overseas Chinese. 

“华侨”的概念产生于晚清时期。20 世纪初至 1955 年，“华侨”被普遍用于称谓海外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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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指在海外定居的有中国血统并保存某种程度的中国文化者。［1］在 1955 年中国政府通过与印尼政府

的双边条约正式宣告放弃双重国籍之前，华侨根据中国血统主义国籍赋予原则拥有中国国籍，同时

拥有实行出生地主义原则的所在国所赋予的当地国籍，［2］由此产生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1955 年 4 月，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同印尼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

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中国政府放弃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允许海外华侨放弃中国国籍，加入所

在国国籍。［3］自此，中国政府关于侨民的双重国籍问题从政策上得以解决。此后，随着东南亚国家

的独立和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绝大多数具有中国国籍的“华侨”加入所在国的国籍，那些具

有中国血统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中国文化者的称谓由“华侨”变成“华人”，而“华侨”则专指侨居

海外的具有中国国籍者。［4］

目前，学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

中国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总体政策演变，尤其是讨论周恩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二是缅甸、印

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及其折射出的中国同东南亚相关国家之间的双边关

系。［5］涉及同时期旅蒙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研究较为鲜见。为数不多的涉及蒙古华侨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 20 世纪 80 年代受中蒙关系影响蒙古华侨的回国及其安置问题，以及旅蒙华侨的口述史料

汇编。［6］笔者在梳理新中国建立初期中蒙关系的史料时发现，中蒙之间至少在 1950 年就已经围绕旅

蒙华侨问题进行了沟通交涉，并引申出了旅蒙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中国方面为此进行了仔细研究，

并在同蒙古方面的交涉过程中确立了解决双重国籍的若干原则。从这个角度，可以看作中国政府解

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先行探索。

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利用中蒙俄解密档案及相关文献史料，拟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蒙双方围

绕旅蒙华侨回国事宜的往来交涉及其商定解决的历史过程，并就此问题对中蒙关系本身及其后续中

国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影响进行讨论，以期丰富华侨华人历史尤其是中国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

既有研究，并求教于方家。

一、旅蒙华侨回国事宜缘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蒙古是首批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1949 年 10 月 16 日，两国正式建

立外交关系，1950 年 7 月中蒙互派大使工作完成。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蒙古后，不少旅居蒙古的

华侨纷纷提出回国诉求。新中国首任驻蒙大使吉雅泰到任后不久，即着手同蒙古方面沟通解决旅蒙

华侨的回国事宜。

（一）旅居蒙古华侨概况
由于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地缘等多重原因影响，有不少华侨旅居蒙古。根据中国外交部当时的统

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蒙华侨约 1 万人，居住在乌兰巴托者约有 5000 人，其余则分布在蒙

古各地，多从事各种手工业等行业。当时，旅居蒙古的华侨多处于没有组织的状态，只有乌兰巴托

市有一家中国工人俱乐部，受蒙古总工会领导，出版一份石板印刷的报纸《工人之路》报，销量约

3000 份。此外，如不入蒙古籍，旅蒙华侨在进入蒙古政府机关工作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都会受影响。

因此，听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旅蒙华侨多有回国的打算，但“因华侨多系手工业及在矿

区工作者，如果大批返国，会影响蒙古生产，故蒙古方面不大同意”。［7］另据中国驻蒙古前外交官孙

一先回忆，这些华侨大体分两批来蒙：第一批是 1924 年以前，这些人大多数是做生意留在蒙古，“基

本上是同蒙古妇女结了婚，子女都成了蒙古人”；第二批是 1945 年日本投降以后来的，大多数是中

国的蒙古族人。A旅蒙华侨多源自中国内蒙古地区和山西、河北等地的一些县份。

A	孙一先还提到，第三批是 1956 年中蒙铁路修通以后，蒙古建设需要劳动力，河北、山西北部几个县的

农民大批投亲靠友来到蒙古。原籍多为河北阳原县、山西天镇县，河北怀安县和山西孟县。孙一先：《在大漠那

边——一个前驻蒙外交官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年，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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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时从内蒙古方向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蒙军队兵锋曾到达河北张家口一带，所以 1945

年赴蒙古的华侨不仅仅来自内蒙古地区。山西省委和定襄县委就曾对原籍属当地的商人和工人移

居蒙古事多次询问过中国外交部。1950 年 1 月 4 日，山西省委电致外交部，提到，定襄县委反映：

当苏蒙军队撤走的时候，在内蒙 ( 锡林郭勒盟）一带的商人和一部分工人及其全部资财被一同带

走，仅定襄人约有千余人。2 月 2 日，内蒙古方面反馈的消息称“据锡林郭勒盟报告，据说当时

撤走约两千人，但具体无从调查。”2 月 3 日，张家口市委报称，“1945 年苏蒙为消灭日军进入察

哈尔北部时，有一部分旗蒙商人正在做买卖，其中因有一批人负责勤务，随蒙军到了蒙古，迄今

有 201 人没有追回来，其家属不断前来探寻，交涉和要求给予赡养”。刘少奇在 2 月 6 日曾有过批

示：前华北局报，定襄有千余人去蒙古未回，请外交部集合材料加以研究。如果蒙古缺乏这些工

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准备以友谊的方式号召一些工人到蒙古工作以便换回这些被带走的人员。请

外交部办理此案。［8］

祖籍山西定襄县的罗生林即是 1945 年被苏蒙军队从内蒙古带至蒙古的，其本人对此有清晰的回

忆：“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内蒙古谋生的山西乡亲都欢欣鼓舞……到了 9

月，一些蒙古大兵命令我们赶着牛车，抬上剩余的财物、商品，按照他们指定的路线，途经二连浩

特东边的东乌珠穆沁旗，向蒙古进发。当时，去的人很多，有几十家店铺都关门了。……到了蒙古以

后，我们在离乌兰巴托市挺远的一个地方安顿下来，还是没有自由。有些一技之长的人就参加劳动，

比如木工呀、瓦工呀什么的。……到乌兰巴托后时间不长，就给我们分配工作。我报名到一家汽车修

配厂。开始我们这些穷光蛋乡亲都在一块吃、喝、住，后来攒了一点钱，就分开了，跟当地姑娘结

婚的也不少。”［9］

定襄县等地反映的移居蒙古的民众和罗生林所回忆的就是第二批 1945 年赴蒙的华侨，这也是中

国首任驻蒙大使吉雅泰就任后向蒙方提出旅蒙华侨归国问题的重要原因和背景。

（二）中方旅蒙华侨问题的提出与蒙方的积极回应
吉雅泰到任后不久，即围绕旅蒙华侨归国事务同蒙方进行了沟通交涉。1950 年 8 月 10 日，吉

雅泰前往蒙古外交部同蒙古外交部部长拉姆苏伦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吉雅泰大使向拉姆苏伦表

示：“我（指吉雅泰——笔者注）来这里以前，周恩来总理对我说，到了蒙古以后要为我国的公民

做些工作。了解那里的人口数量，了解那里愿意回国的人数。同时，他指出，这项工作不能心急，

如果蒙古缺少中国的劳动力的话，可以逐步进行。中国的蒙古族人有许多人在工厂、建筑工地和手

工业工作，他们在许多行业有专门的特长。他说，如果蒙古的工厂缺少劳动力的话可以把张家口地

区的失业工人派些去那里。除此以外，如果蒙古感到劳动力缺乏的话，我们可以派些工人过去。我

想，我们可以在劳动力方面助一臂之力。这次我想跟您谈谈我国公民的事。在蒙古的中国工人主

要分布在各工业部门，他们是骨干力量。一部分人年岁已经很大了，另一部分人是 1945 年重新回

来的，这部分人要区别对待。一部分人是自觉自愿过来的，另一部分人是从德王部队俘虏过来的。

1945 年过来的人大多数想回国。周恩来总理说我们可以派遣其他工人来代替 1945 年 8 月份回来的

同胞，如果蒙古还需要劳动力的话。至于那些战俘，我们单独谈。现在我要谈的是那些 1945 年回

来的蒙古族人。请你们在乌兰巴托等两处分别对他们进行登记，并希望当地工会、当地的民警组织

给予协助……。”［10］可以看出，吉雅泰大使向蒙方沟通的主要就是前述第二批即 1945 年迁居蒙古

的华侨。

对于吉雅泰大使提出的旅蒙华侨回国以及可就此派遣部分中国工人予以替换的提议等问题，蒙

古方面很快进行了回应。8 月 14 日，蒙古外长拉姆苏伦约吉雅泰大使进行了会谈，会谈伊始，拉姆

苏伦向吉雅泰明确说：“约您来，是要答复对您本月 10 日所提的有关遣返部分华侨的问题。这事由你

们大使馆决定。您还说周恩来总理称可以组织其他工人顶替这部分被遣返人员的位置。” 拉姆苏伦同

时向吉雅泰直言：“您知道，我们的工厂和建筑工地需要劳动力，需要很多工种的工人，比如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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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匠、泥瓦匠等。我说的是技术工人。因此，我们可以就此进行磋商。”随后，拉姆苏伦向吉雅泰提

出了蒙古方面的具体答复意见：“您提出在我们工会和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对华侨进行登记。对华侨进

行登记，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们可以协助工作。”吉雅泰对蒙方答应协助登记华侨表示满意。吉雅泰

同时表示，中国人多地少，确实有不少剩余劳动力，且很多掌握各种技术，如蒙古需要，可以组织

剩余劳动力前往蒙古务工，而且有些县份本身就有前往蒙古谋生的传统。［11］应当说，蒙古方面同意

了吉雅泰提出的统计并且组织部分华侨回国事宜，不过，也直言了蒙方缺乏技术工人和建筑工人的

困难。

一周过后，拉姆苏伦再次同吉雅泰大使进行了会谈，将前次会谈形成的备忘录转交给吉雅

泰。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有：8 月 14 日，吉雅泰应拉姆苏伦邀请到蒙古外交部进行了会谈。期间，

吉雅泰提到了在蒙华侨问题。还提到，周恩来总理曾提出，对遣返在蒙华侨后蒙古劳动力空缺的

问题，可以在中国组织劳动力派遣到蒙古工作。拉姆苏伦已将以上内容转达给蒙古政府，蒙古政

府原则上同意中国政府有关派遣技术工人来蒙古工作的问题。拉姆苏伦在 14 日会谈中已经向吉

雅泰表明，蒙古需要各工种的技术工人。此外，从这件档案的落款来看，此份备忘录同时被抄送

转交给了蒙古党中央政治局的各位委员和相关领导人。［12］应当说，蒙方非常重视吉雅泰所提问

题，并对由中国派遣技术工人前往蒙古的问题尤感兴趣，且可推测，相关问题已经经过蒙古党中

央政治局的会商。

为此，9 月 6 日，拉姆苏伦约吉雅泰大使进行了再次会谈。会谈一开始，拉姆苏伦便向吉雅泰表

示，蒙古政府已经预估了在蒙古企业中所需中国工人的工种和数量，需要 6000 名中国工人。拉姆苏

伦并详细列出了所需 6000 名中国工人的具体工种和相应人数。其后，双方围绕中国工人赴蒙的工资、

组织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沟通。吉雅泰表示，会就此问题在一周内向中国政府汇报。［13］

事情进展到这一层次，缘起于旅蒙华侨回国的问题事实上变为两件事：其一是旅蒙华侨的统计

回国以及中国派遣相应工人进行替换一事；其二是由中国派遣工人前往蒙古工作事。

中国外交部的解密档案显示，吉雅泰大使至少在 8 月 16 日和 25 日两次致电外交部汇报相应工

作进展。外交部亚洲司在接获吉雅泰的电报后，向周恩来提交了报告，报告中说，“吉大使谓：今后

在蒙华侨回国过多，恐影响蒙古之劳动力，提议我们动员一批工人去蒙。我们认为目前尚无大批华

侨回国情况，暂不提侨民回国具体办法，至于动员一批工人去蒙问题，据 25 日吉大使电称，出国时

曾得总理面示，我们愿意帮助动员，此事，蒙方已表示同意。未悉我们是否原则上同意办理，如同

意即与总工会、劳动部洽商，否则及告其缓谈。上述意见，是否有当。请批示。”［14］

9 月 7 日，周恩来给吉雅泰回电，电文内容为“吉雅泰大使：你的两次来电阅悉。当你离国前，

我与你谈话时，你设问的中心问题，是华侨如要求回国怎样办。我答当以必须得蒙古政府同意。并

且因为蒙古缺乏工人，许多华侨在工厂做工，蒙古不会放他们走，反而会要我们派工人给他们的。

我说这段话，是解释华侨不容易取得回国允许，故从反面来解释，你不要轻易允许替华侨交涉回

国。当时，绝无要你去表示愿动员一批工人给他们的意思。以后凡有关交涉事件，须以书面电报为

准，口头不能为凭，免出乱子。现你既以我的名义提出，而蒙外长又正式向你提出数目，你如矢口

否认，或取消前言，都不合适。你应亲往蒙外部，告其外长，前次所提周总理意见，系为顾到将来

会有大批华侨要求回国，故想到将来动员一批工人事并非现在就能做的事。现蒙外长提到六千数目，

我国现处在战争尚未结束时期，动员工人出国甚为困难。但我们愿意接过他们提出的名单和待遇标

准，加以研究和注意，如将来遇有可能，当为逐步设法，时间决不能在几个月内，数目决不能这样

大，这是可断言的。望本此意回答，反应如何，电告。　周恩来　9 月 7 日。”［15］

从周恩来 9 月 7 日给吉雅泰大使的回电中，能够更加准确地还原旅蒙华侨回国问题的缘起全

貌，可以大致推测：在吉雅泰 7 月就任驻蒙大使之前，周恩来等领导人既已获悉了前述如山西省

委、定襄县委等地方不断询问的关于 1945 年中国民众迁居蒙古事，故周恩来在吉雅泰离京就任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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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大使前，曾与吉雅泰谈起旅蒙华侨事，吉雅泰应该是请示如果华侨要求回国怎么办，周恩来回

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征得蒙方同意，并且因为蒙方缺乏工人，不会轻易同意，反而会要求中国

方面派遣工人过去，并未授意吉雅泰在未出现大量旅蒙华侨提出回国的情况下，主动代替华侨去同

蒙方交涉。而吉雅泰理解为得到了周恩来的口头授权，可以派工人前往替换要求回国的旅蒙华侨，

故才有了其本人的前述主动同蒙方交涉。并进而引出了蒙古方面事实上非常感兴趣且已提出要求派

遣 6000 名中国工人赴蒙事，但当时如周恩来所言，中国国内解放战争尚未彻底结束，无法在几个

月内动员完成。不过，周恩来并未指示吉雅泰回绝此事，相反是应承下来，以待后续条件允许时

派遣。

二、旅蒙华侨回国交涉过程中出现的双重国籍问题

缘起于旅蒙华侨回国问题上的两件事，也就是旅蒙华侨回国和派遣中国工人赴蒙事，其中，

派遣中国工人赴蒙一事，在周恩来的电报指示下中止了，但这也只是暂时中止，周恩来也提到先

应承下来，以待后续条件成熟时，再行办理。事实上，动员中国工人赴蒙一事直到 1955 年才真

正落地实施。［16］而旅蒙华侨回国问题，虽然外交部亚洲司主张暂不提具体回国的具体办法，等

到实际情况出现再具体处理，但事实上很快进入实际办理阶段，因为确实有旅蒙华侨不断向驻蒙

使馆提出回国要求。而在中蒙双方围绕旅蒙华侨归国问题交涉过程中，又出现了华侨双重国籍的

确定问题。

（一）中方就华侨回国具体手续问题与蒙方的沟通
据孙一先回忆，“新中国成立，中蒙建交，我国驻蒙使馆人员乘汽车穿越大漠，到乌兰巴托走了

一个多礼拜；建馆后通知华侨来办理护照，有一天，来了几个老华侨，穿着长袍马褂，脑后拖着长

长的辫子，见了领事部主任，马上跪下磕头，口称参见领事大人……。”［17］应当说，孙一先的回忆符

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且这种情况也是无法避免的——思乡归国，自是人之常情。

也正是因为这种实际存在的情况，1950 年 10 月 27 日，吉雅泰大使再次致函外交部，汇报了在

蒙华侨的最新情况。吉雅泰在报告中提到，蒙古黑市金价突涨一倍，“这表示有许多人打算回国，注

意积蓄汇回国”。吉雅泰同时提到，“关于华侨要求回国问题，现我们尚未肯定表示可否回国，但此问

题总得要解决，是否可以经过蒙古方面同意与照顾到此间生产的情况下允其个别坚决请求回国的陆

续回国与回国旅行，请考虑示告。”［18］从吉雅泰的此封公函可以看出，一方面，在蒙华侨回国探亲

等归国诉求不断高涨，且已出现积蓄储备资金以便汇回国内的迹象；另一方面，中国驻蒙使馆尚未

向旅蒙华侨明确肯定表示可否回国，但也已确定，华侨回国一事已经无法避免，并提议在照顾到蒙

方生产的情况下，就坚决要求回国的个别华侨情况同蒙方单独沟通交涉。

对于这种实际存在的情况，结合前期调研，1950 年 11 月 22 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就在蒙华侨

基本情况向周恩来提交了报告。这份报告首先说明了在蒙华侨的基本情况及其诉求：旅居蒙古的华

侨总数约有 1 万人，住在乌兰巴托的约有 4000~5000 人，大多从事各种手工业，“要求回国，在华侨

中极为迫切”。针对为何出现这种诉求，报告也给予了分析：第一，很久没有回国，想回国看看；第

二，蒙古政府在有些事务方面，对旅蒙华侨“不够大方”，如不入蒙古籍，便不能入蒙中学和大学读

书，因此“华侨子弟读书颇成问题”。关于旅蒙华侨回国问题，因华侨多系手工业及在矿区工作者，

如大批回国会影响蒙古生产，故蒙方不大同意。其次是蒙古人民革命党不吸收华侨入党，不入蒙古

籍，即不能在蒙古政府里工作。［19］从这份报告看，在蒙华侨的回国诉求已经非常迫切，而且事实涉

及到了双重国籍问题——旅蒙华侨面临是否要加入蒙古籍的选择。从中也可以看出，旅蒙华侨提出

回国诉求，据其原因也可分为两种情况：一则久别故土，回国探亲，此为短暂回国旅行；二是关系

切身的生活体验诸如子女教育等，无法妥善解决，而且在出路方面难以在政治上有所获得感，即不

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籍，无法加入蒙古人民革命党，进而不能在蒙古政府等部门机关工作。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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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无法融入蒙古的主流社会。这种情况的旅蒙华侨是想要回国定居。

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后，12 月 2 日，外交部亚洲司致函驻蒙使馆，提到：已经知悉华侨的基本情

况和产生回国要求的主要原因，华侨长期旅居在外，希望回国探望是自然之情，应适当予以照顾，

但一旦大批回国，会影响蒙古生产，也不能不替蒙方考虑。目前，关于蒙古对外国侨民回国往返手

续如何规定尚不清楚，旅蒙华侨中有多少希望回国的也不了解。因此，“希即查明报部，并希本双方

兼顾精神，与蒙古外交部口头交换意见，探明蒙方对华侨要求回国的意见后，再就具体情况，提出

华侨回国具体办法。报部研究。”［20］至此，中国外交部已经就旅蒙华侨回国事给予驻蒙使馆明确了

下一步的指示，即统计希望回国的华侨人数，厘清蒙方就此问题的具体意见和相关规定，进而研究

制定出旅蒙华侨回国的具体办法。

接获外交部的指示后，吉雅泰即向蒙方提出了进一步的沟通交涉。

（二）蒙古方面提出中蒙之间侨民双重国籍的归属确定问题
1951 年 1 月 27 日，吉雅泰大使同拉姆苏伦举行了会谈。会谈伊始，吉雅泰便提到：近来，有

不少华侨到中国驻蒙使馆申请回国，其中，大多数为近期来蒙人员。早先来蒙人员中尚未有人提出

要回国。这是因为，早先来蒙人员已经熟悉蒙古社会，有了稳定的生活，因此不大想回国。根据这

些情况，中国驻蒙使馆提出，“出于照顾特殊情况的考虑，在不影响蒙古生产的情况下，从提出申

请的人中给那些诸如配偶在中国的妇女、老年人、病患者、暂无工作者予以回国许可。至于那些对

国家和社会不利的掮客等，也应遣返回国。部长以为如何？”拉姆苏伦表示，“您是说要将那些诸如

配偶在中国的妇女以及老年人、病患者、暂无工作者以及尤其是对国家和社会不利的掮客等遣返回

国。遣返是要采取单人形式还是团体形式呢？”吉雅泰回应“是的。先计划遣返上述人员。至于遣

返的形式，正是此次造访您的原因。想听取您的意见，争取有个共识。”拉姆苏伦接着说，“所谓近

期来的人，大概指的是 1945 年在战时过来的年轻人吧？这类人中既包括被俘的原德王军队的人，

也有部分为找工作而来的自愿者。您此前曾提到过俘虏的问题，不知跟现在这个是不是一回事？”

吉雅泰表示，“哦，我现在所说的跟俘虏无关。是回国的妇女、年老者、病患者以及对社会无益的

掮客等，将他们以无碍于生产的方式遣返回国。对在同一工厂做工的人，也可以同样的原则进行遣

返。至于俘虏的问题，如果部长您愿意，我们可以另选个时间进行讨论。”拉姆苏伦表示蒙古方面

会进行研究。［21］可以看出，吉雅泰提出的主张，最大程度上照顾到了蒙古方面的生产需要，首批

主要计划批准“配偶在中国的妇女、老年人、病患者、暂无工作者”的旅蒙华侨和一些闲散在蒙的

人员回国。

三天后，也就是 1 月 30 日，拉姆苏伦再次同吉雅泰举行了会谈，会谈中涉及到中蒙之间侨民

的双重国籍确定问题。拉姆苏伦代表蒙方表明了蒙古方面的态度和相关规定，并制成纸质文本备忘

录进行了宣读，具体内容为：根据蒙古法律，蒙古准备接受那些在蒙古居住时间长，已融入蒙古社

会和生活，在蒙古有固定住所且已向蒙古提出入籍申请的外国侨民为蒙古国国民。接受的标准为不

分国籍和种族。即使是来蒙古的时间不长，但已习惯蒙古的风俗习惯的人，本着自愿的原则，蒙古

也都准备接受。由于蒙古北邻苏联，南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申请加入蒙古国国籍的外侨中，这两

个国家的侨民占大多数。与苏联方面，蒙古通过专项协商，按同一原则解决了苏侨及在苏联成立以

前从俄罗斯迁来的侨民的问题。目前正在按照两国签订的协定精神落实具体事项。蒙古同国民党政

府虽然长期没有外交关系，但也把那些在蒙古居住时间长、已习惯于蒙古生活的华侨接受为蒙古人

民共和国国民了。另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于照顾的目的，也曾接受过自愿来蒙古并且提出入

籍申请的华侨为蒙古国国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蒙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两国也互设有代表

政府的大使馆。因此就有了协商解决以前来蒙古的汉民族和其他民族出身的侨民问题的条件。如果

中国政府有意同蒙古协商侨民问题，中蒙双方可以进行专题协商。如果进行专题协商，蒙古的基本

立场为：一是应优先解决在蒙古居住的中国国籍者的归属问题。二是如何鉴别及解决不持有能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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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中国国籍的护照和相关证明文件者的归属问题？三是如何确定那些因某种原因迁居于中国的原

蒙古人员的国籍？四是在蒙古，有已加入蒙古国国籍的汉民族，也有虽已加入蒙古国国籍但在中国

居住的其他民族的人。蒙古需要了解中国政府对处理这部分人员的看法。蒙古认为侨民问题宜从两

方面入手解决。吉雅泰也给予了回应，表示：“关于第一条所提应优先解决在蒙古的中国籍居民的

问题，我认为贵方的问题提得非常清楚，态度也很坚决。为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方便，可否

给我们看看贵国同苏联签订的解决侨民问题的协定？我想，这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些可供借鉴的经

验。”［22］

从上述蒙古方面的档案文件可以看出，旅蒙华侨问题此时已经超出了中方原先的考虑，中方起

初只是要解决一些要求回国的旅蒙华侨诉求问题，但现在作为对等原则，蒙方提出了确定中蒙两国

侨民的国籍问题，包括旅蒙华侨的国籍问题和在中国的蒙古侨民的国籍问题。

三、双重国籍归属原则的确定和旅蒙华侨的顺利归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建立后，极大提升了旅蒙华侨的自尊心和

自信心，但在日常生活中，旅蒙华侨又切实遇到各自各样的实际问题，或受委屈，或因工厂停工

收入受影响，等等，多向中国驻蒙使馆倾诉，进而愈加要求回国返乡。中国驻蒙使馆也非常重视

这些问题，并与蒙方交涉，请蒙方注意解决旅蒙华侨的问题和诉求。［23］2 月 2 日，吉雅泰在与拉

姆苏伦会谈中提出，在有关华侨国籍问题得到一揽子解决以前，准备对那些配偶在中国或本人有

病者实行特殊照顾，让这些旅蒙华侨先期回国。拉姆苏伦表示，会全力协助。［24］中方还是希望

在一揽子解决蒙方前述提出的确定国籍问题之前，优先帮助解决部分旅蒙华侨实际存在的回国诉

求问题。

（一）中蒙双方就侨民双重国籍归属原则的沟通
为此，中国驻蒙使馆也开始了相关的前期统计工作。2 月 9 日，拉姆苏伦在同吉雅泰的会谈

中提到了旅蒙华侨的统计问题。吉雅泰表示，统计内容既涉及是否华侨的问题，也有职业种类和

技能以及受过何种奖励等项，并希望得到蒙古小呼拉尔的支持和协助，比如，对未成年人，有助

于鉴别其国籍。吉雅泰还向拉姆苏伦展示了统计表样式。拉姆苏伦询问，按照中国的法律，如

何统计未成年人。吉雅泰回应称，基本上是，如果父亲是中国籍，母亲是蒙古籍，由父母们自己

商定。吉雅泰询问拉姆苏伦的看法，拉姆苏伦表示，在蒙古，夫妻离婚时，孩子一般是由母亲领

养，如果是侨民，则以母亲的国籍为准进行统计，蒙古法律是如此规定的，但也不排除有些特殊

情况。［25］

按照惯例，解决国籍问题，一般需要依据专门的国籍法等相关法律。而因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不久，中国政府尚未正式颁布新国籍法，所以，蒙古方面提出的国籍认定问题，“关系甚大”，

中国方面为此进行了紧张认真的研究讨论。

1951 年 6 月 12 日，围绕蒙古方面所提确定国籍的四个问题，中国驻蒙使馆向蒙古外交部领

事科进行了专门的问询沟通，拟定了一个初步意见，先提到了在蒙华侨的基本情况，即：华侨来

蒙古的年代很早，初期多系商人，来自山西、察哈尔等省份较多，在清末民初时开始有季节性的

工人前往蒙古。1921 年后，来往和通讯等就受到了限制，1929 年中东路事件之后，只许少数中

国工人入境。1937 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华侨出入蒙古的通讯汇款已经完全禁止。此后，还有少

数华侨是从苏联进入蒙古。由于这些情况，旅蒙华侨“绝大多数为独身，虽有一部分娶了蒙古妻

子，但也为数不多”。1945 年 8 月 15 日苏蒙对日宣战之后，蒙古军队进攻内蒙古方向的日本军队，

撤军过程中，从内蒙古带走了一些商人，而这些人当中很少有人带家眷，并且现在有的也和蒙古

妻子住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华侨青年中极少，在壮年中亦不多。随后，驻蒙使馆在初步意见中指

出，1950 年 10 月蒙古政府颁发了新的家庭登记法，其中规定“父母为两个国籍者，其所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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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父母双方商议决定，如有争议则以母方为主” 。据此，很多华侨和蒙古人结婚所生子女均应

属于蒙古国籍。最后，驻蒙使馆根据这些情况，针对关在蒙古的华侨问题提出了七点具体意见，

并报送了外交部。［26］

6 月 22 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就蒙方要求与中国就中蒙两国侨民之国籍问题进行协商事签呈

了一份请示报告。报告提到，“当时，我们考虑，在我国国籍法尚未公布前，暂不与蒙方协商，一

面并另函告我驻蒙大使馆继续进行具体情况之调查。现已接获报告，感觉此一问题情况复杂，牵

涉亦大，必须作原则上的确定，因此，拟由我部召集内务部、侨委会、法委会及专家进行研究讨

论”。［27］

7 月 2 日，外交部亚洲司就旅蒙华侨国籍问题提出了几点具体意见，主要内容有：第一，凡已入

蒙古籍的中国人，不必保留其中国籍。第二，在中国新国籍法未宣布前，“旧的血统主义国籍法依然

有效”，但居外华侨国籍应以自由选择为原则。第三，应先进行华侨登记，如有未设使领馆之地方，

可通过华侨工人俱乐部及其他机构进行登记，凡愿保留中国籍之华侨，皆可由华侨机构汇集名册，

由使馆发给登记证，认定其为中国籍。回国时，再另发护照。已入蒙籍者可不必登记。第四，凡登

记过之华侨，其与蒙籍女子所生子女以父母双方商议决定。第五，已入蒙籍的中国人，如本人自愿

恢复中国国籍时，须先取得蒙政府之允许。第六，经过登记后之中国侨民，自愿请求转入他国国籍

者，应征得政府代表机关的同意，可转入他国国籍。第七，父母已离婚或一方死去及孤儿等的国籍

应随其抚养者的国籍。第八，关于居留中国境内之蒙侨情况不详，除持有蒙古护照证明书外，应由

两国政府商议决定。［28］

目前，无论是蒙古方面的档案资料，还是中方的档案资料，笔者都尚未看到中蒙两国之间彼时

围绕国籍问题最终的商讨意见文本。从这些过程性的档案文献资料当中可以看中蒙双方在国籍问题

上各自的关注点，也能基本推测判定，双方达成了互解互谅：一方面，蒙方对于中国方面提出的优

先解决迫切申请回国的部分旅蒙华侨问题并不反对；另一方面，双方对于如何确定因历史等诸原因

产生的各自侨民及其子女国籍归属问题也无原则性的分歧。

（二）旅蒙华侨回国事宜的顺利解决
虽然中蒙在当时并未签署关于解决两国侨民国籍归属的条约，但是双方的意见沟通很大程度上

达成了原则性的互谅互解，这也大大加速了旅蒙华侨回国问题本身的办理进程。

在中蒙围绕国籍确定问题进行原则性沟通商讨的同时，双方围绕旅蒙华侨，尤其是 1945 年迁居

蒙古的华侨回国问题的实际经办也在同步进行。1951 年 4 月 7 日，蒙古乌兰巴托市小呼拉尔主席团

收到了 10 名居住在乌兰巴托的内蒙古籍人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籍的申请材料，申请材料写道，这

10 名申请者“大致都是 1945 年来的蒙古。鉴于他们自来到蒙古以来或积极从事本职工作或上学学习，

都是老实本分的居民，请批准他们入籍为荷”。［29］5 月 10 日，蒙古外交部正式答应吉雅泰早先提出

的派 10~12 辆汽车的请求，这些汽车用以运送要求回国的 300 名华侨到张家口。需要说明的是，截

至 1951 年 5 月时，向驻蒙古使馆报名申请回国返乡的华侨已近 800 人；［30］到 1951 年 7 月时，这一

数字已达 1500 人，“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吉雅泰同时向蒙方提出了旅蒙华侨回国时的两个具体的细

节问题：一是华侨回国路费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华侨携带物品过海关的问题。也就是实际关系到回

国华侨切身利益的银行邮政联运的问题，商请蒙方给予积极协调解决。［31］

可以说，到 1951 年下半年时，旅蒙华侨回国事宜已经进入了报名登记准备回国的阶段。从后

续的档案文献材料来看，中国驻蒙使馆围绕旅蒙华侨回国问题通过在蒙古的华侨协会实施了具体的

工作办法，“对于返国华侨，凡属年老病弱或国内有亲属需要返国者，经征求蒙方意见后再办理返国

签证，对于在国营企业工作的青壮年或技术工人以及毕业或未毕业的内蒙留学生，则尽量说服教育，

使他们迟回”。［32］驻蒙使馆基本上秉持了不影响蒙古生产的情况下，实际考虑并解决了年老病弱和

国内有亲属需要回国探亲的华侨诉求。

目前，笔者尚未找到直接的档案材料来说明这一时期究竟有多少旅蒙华侨集中回国。有几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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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可以作为参考 : 第一，吉雅泰大使在蒙古外交部的会谈记录中提到，至 1951 年 7 月时，有 1500 名

旅蒙华侨申请回国；第二，据 1951 年 8 月 3 日中国参加蒙古革命三十周年代表团的工作报告显示，

当时“蒙古尚有华侨八千余人”［33］；第三，曾担任中国驻蒙古大使的黄家骙在回忆录中曾提到，“20

世纪 60 年代初旅蒙华侨有 7000 余人，他们大都是四五十年代从山西省、河北省来到蒙古谋生的劳动

者”［34］。因此，可大致推测，1950 年中国驻蒙使馆在乌兰巴托开设时统计的旅蒙华侨约有 1 万人左

右，经过两年的集中往来交涉，大约办理了 2000 多名旅蒙华侨的回国申请，此后，旅蒙华侨在一段

时期内保持在 7000 人左右。

行文至此，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和说明，即旅居蒙古的华侨和蒙古外交部提出的在中国居住

的蒙古侨民的双重国籍确定问题。应当说，中蒙双方在当时并未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只是在商讨旅

蒙华侨归国问题的沟通过程中，达成了互谅的双重国籍确定问题的原则。

事实上，如前文所述，从蒙古解密的档案材料看，至少 1951 年蒙古已经开始办理旅蒙华侨的入

籍申请问题。对于彼时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来讲，这是一个新的系统性复杂问题。因为直到 1955 年 4

月 22 日，中国政府方才同印度尼西亚政府签署了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35］依据该条约，华侨的双重

国籍问题得以从法理上有了解决的依据，而该条约的很多原则内容实际上都能在 1951 年中蒙双方往

来商讨双重国籍问题的档案文件中得到体现。

四、结语

从历史进程的发展脉络来看，当时的旅蒙华侨群体是一个从晚清到民国以来长期由于各

种原因集聚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驻蒙古使馆在乌兰巴托的开设，极大地提

振了旅蒙华侨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使其产生了回故乡探亲等回国诉求。作为新生人民政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要照顾海外华侨——旅蒙华侨群体的诉求，故而，中国方面，尤其是驻蒙

使馆就此同蒙方进行了积极的沟通，充分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视海外侨胞的权益和 

诉求。

与此同时，从中蒙关系的角度讲，蒙古方面有其实际的困难和考虑，即旅居蒙古的华侨大多从

事种植业、手工业等关乎蒙古国民生计的行业，如果大量集中回国，势必会影响其国内正常的生产

生活。为此，中蒙双方进行了坦诚的沟通并将此事妥善解决。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不复杂，但是

对于发展建交之初的中蒙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建交之初的中蒙关系整体上呈现出冷淡疏离的

状态，一个直观的表现是中蒙 1949 年 10 月 16 日建交直到九个月之后的 1950 年 7 月两国大使方才分

别到任。［36］所以通过围绕旅蒙华侨回国事宜的往来沟通交涉，加深了中蒙双方的了解，提升了中蒙

关系发展的政治互信基础。

此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角度看，中蒙双方在围绕旅蒙华侨回国问题沟通

过程中引申出了华侨双重国籍的确定问题。至少在 1951 年，中国外交部牵头华侨事务委员会等有

关部门，对于蒙古政府提出的侨民双重国籍的确定问题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讨论，并且形成了若干原

则性意见，比如，“凡已入蒙古籍中国人，不必保留其中国籍”，“在中国新国籍法未宣布前，旧的

血统主义国籍法依然有效，但居外华侨国籍应以自由选择为原则”，“经过登记后之中国侨民，自愿

请求转入他国国籍者，应征得政府代表机关的同意，可转入他国国籍”，等等。中蒙双方虽然在当

时没有签署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或协定，但对于这些原则显然已经达成了互信互谅。而且蒙古

方面在当时已经开始接受一些在蒙华侨的入籍申请，而按照当时中国外交部牵头确定的双重国籍归

属确立原则，中国人一旦加入蒙古国国籍的，其中国国籍便不会保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1951

年，至少在旅蒙华侨事务上，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实践。因而，这

不仅是中国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先期探索，也为后续系统解决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积累了

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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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绩效研究》出版

由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衣长军、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张吉鹏所著的《海外华侨华人

网络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绩效研究》一书于 2023 年 6 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作为社

会关系网络的海外华侨华人群体具有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双重特征，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自

然会嵌入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之中，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天然优势。该书重点关注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走出去”以后与海外华侨华人网络的互动过程，分析并检验华侨华人网络

如何影响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和逆向技术创新效应，并提出促进中国跨国企业 “走下

去”与“走上去”的政策和管理建议。


